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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中国器官捐献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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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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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器官短缺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中国器官短缺形势尤为严重。为填补中国器官供需不平衡导致的严

重缺口, 本研究试图借鉴行为经济学手段中的默认选项、选项架构等心理学效应, 兼顾总体器官捐献率和捐献器官

的数量, 探索提高中国器官捐献水平的可能方法。本研究以中国在校大学生为样本, 通过 3 个调查研究考察了器官

捐献制度和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对我国民众器官捐献登记的影响。研究 1 在器官捐献制度层面上, 发现在中国文

化背景中, “决定退出”制度比“决定参加”制度下的器官捐献登记率更高。研究 2 在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层面上, 比

较采用不同捐献制度的国家/地区的捐献登记表形式对器官捐献登记率的影响, 发现在决定退出制度中的器官捐献

率高于决定参加制度, 且前者内各种形式间无明显优劣之分; 但在决定参加制度中, 采用拒绝反应模式登记表形

式的器官捐献率最高, 甚至与决定退出制度下的各登记表形式相比不相上下。研究 3 在具有潜在器官捐献意愿人

群中, 探索提高捐献者愿意捐献器官数量的可能途径, 发现使用拒绝反应模式的捐献登记表能够增加捐献登记的

器官数量; 且低影响外观器官的捐献率在拒绝反应模式下以升序排列时最高。这些结果说明, 决定退出制度和反应

模式等行为经济学手段可以有效助推中国器官捐献行为。鉴此, 政府和相关机构可考虑采取如下措施提高中国的

志愿器官捐献水平：或改现行的“决定参加”为“决定退出”的器官捐献制度; 或在现行的“决定参加”器官捐献制度下, 

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中采用拒绝反应模式, 并按对外观影响大小升序排列捐献器官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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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器官短缺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捐献

和移植全球观察站(Global Observatory o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2014)的数据表明：2014 年全球

器官移植总数量达到 119,873 例, 虽然较 2013 年提

升了约 1.81%, 但器官供应数量仍不足需求量的

10%, 全球器官短缺形势依旧严峻。 

中国的器官短缺问题尤为严重。与其他国家相

比, 庞大的人口基数使中国的器官短缺形势更加严

峻。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 中国公民逝世后自愿 

捐献累计 16,523 例, 实现捐献器官 446,505 个(中国

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018), 然而

全国每年仍约有 30 万因器官功能衰竭而等待移植

的患者, 供需严重失衡(Huang, Mao, & Millis, 2008; 

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018), 

导致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在长时间等待中死亡。中

国的人均器官捐献率也远低于其他国家。如西班牙

的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Organ Donation Rate Per 

Million Population, PMP)为 34.23, 美国为 25.68, 

而中国仅为 2.98 (孙振, 2017)。中国捐献者的人均

器官捐献数量也远低于世界水平：理想情况下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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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捐献者能够捐献 8 个器官, 目前世界水平是每位

捐献者捐献 4.00 个器官, 而中国每位捐献者仅捐献

2.76 个器官(Global Observatory o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2014; 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管理中心, 2018)。与此同时, 制度上的滞后加

重了中国的器官短缺问题。20 世纪 60 年代, 中国

开始了器官移植手术(Huang et al., 2012), 但直至

2007 年才出台第一个《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07), 首次对人体器官

移植进行了定义。梏于器官捐献制度的缺位, 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 死囚一直是中国器官移植最主要的

供体来源。2015 年起, 中国废除死囚器官使用, 公

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因此, 

提高公民自愿捐献率和捐献数量成为缓解中国器

官短缺痼疾必不可少的途径。 

为应对器官短缺这一世界性难题, 近年来各国

政府开始借助行为经济学手段来助推(nudge)器官

捐献行为。助推研究旨在通过提供简约且低成本的

选择架构 (choice architecture)等行为经济学手段 , 

促使人们的行为朝着预期的方向改变(李纾, 2016), 

并已在促进人们健康行为等领域展现了较好的应

用价值。因此, 本研究将立足于中国的器官捐献现

状, 尝试从两条途径着手助推中国器官捐献行为：

一是提高中国总体人群的器官捐献率, 二是在已有

捐献意愿的人群中, 增加捐献者愿意捐献的器官数

量。具体而言, 本研究分别从器官捐献制度和器官

捐献登记表的选择架构两个层面出发：(1)基于国际

主流的决定参加/决定退出器官捐献制度, 对比两

种制度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捐献效果; (2)借鉴世界

各国的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 基于中国国情优化器

官捐献登记表的选择架构, 为解决中国器官移植短

缺问题提供可能的操作方案和行为手段。 

1.1  助推器官捐献的行为经济学手段 

助推器官捐献的行为经济学手段可以分为两

个层面：器官捐献制度的设计和器官捐献登记表的

设计。其中可能涉及的行为经济学效应包括默认选

项效应、反应模式等。 

1.1.1  器官捐献制度设计：默认选项效应 

默认选项(default option)指当个体未能做出决

策 时 所 要 接 受 的 选 项 (Brown & Krishna, 2004; 

Johnson & Goldstein, 2003)。当个体的价值或偏好

还未成形时, 其决策就会被框架所影响, 这时默认

选项就被当作了参照点(Johnson, Bellman, & Lohse, 

2002; Kahneman & Tversky, 1979; Payne, Bettman, 

& Johnson, 1992)。因此, 当存在默认选项时, 人们

决策时倾向于保留默认选项而不做出改变, 这就是

默认选项效应 (default option effect) (Altmann & 

Grunewald, 2013; Dinner, Johnson, Goldstein, & Liu, 

2011; 黄宝 珍 , 徐 富明 , 王岚 , 马 向阳 , 吴修 良 , 

2011)。 

默认选项效应在器官捐献领域的应用主要体

现在两种捐献制度上：传统的“决定参加” (opt-in, 

即默认每个人都不是潜在器官捐献者)制度和新近

的“决定退出” (opt-out, 即默认每个人都是潜在器

官捐献者)制度(van Dalen & Henkens, 2014)。众多

研究(Abadie & Gay, 2006; Delriviere & Boronovskis, 

2011; Johnson & Goldstein, 2003; Li, Hawley, & Schnier, 

2013; van Dalen & Henken, 2014; Zúñiga-Fajuri, 

2015)表明 , 采取决定退出制度可以大大提升捐献

率。例如, 决定退出制度的国家中(如西班牙等), 超

过 90%的公民选择成为器官捐献者, 而在丹麦等决

定参加制度的国家中, 平均仅不到 20%的公民选择

成 为 器 官 捐 献 者 (Johnson & Goldstein, 2003) 。

Johnson 和 Goldstein (2003)发现决定退出制度下的

器官捐献率高于决定参加制度。同样, 有研究分析

了 1992~2002 年间 22 个国家的器官捐献率, 发现

采用决定退出制度的国家具有更高的器官捐献率

(Abadie & Gay, 2006)。 

但关于两种制度捐献效果的研究结论仍存在

争议。首先, 决定退出制度饱受法律和伦理的争议：

该制度实质上重新定义了死者器官的所有权, 由亲

属拥有转移到政府拥有。其次, 一些实践和研究也

表明, 决定退出制度并未如宣扬那般有效：一方面, 

有些国家改用决定退出制度反而降低了器官捐献

率。如巴西改为决定退出制度后, 捐献率不升反降, 

最后不得已而废除(Kaushik, 2009); 智利 2010 年改

为决定退出制度后, 其同年器官捐献率相比于前十

年间的平均捐献率降低了 29% (Zúñiga-Fajuri, 2015), 

还进一步引发了亲属同意率下降等问题(Domínguez 

& Rojas, 2013)。另一方面, 决定退出制度的效果可

能被普遍高估。如比利时在 1986 年采用决定退出

制度后, 器官捐献率提升了 55%, 但当时采用决定

参加制度的英国, 器官捐献率在 1985~1990 这 5 年

间依旧提升了 35%, 同一时期欧洲各国家器官捐献

率同样在提升(Fabre, 1998)。虽然已有中国学者(吴

幼民, 朱继业, 2011)建议中国使用决定退出的器官

捐献制度, 但该建议仅基于“他山之石”的理论设想, 

缺乏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实证数据支持, 目前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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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研究证据表明该制度在中国是否有效。 

因此, 鉴于智利等国失败的教训以及改变制度

的较高成本, 本研究的首要任务即是验证决定退出

制度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是否能如愿提升器官捐献率。 

1.1.2  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登记表的架构和呈现

方式 

器官捐献登记表是在登记器官捐献意愿时用

于采集捐献者个人信息的表格。通过设计器官捐献

登记表架构, 可能可以提高器官捐献率, 如登记表

中的选择反应模式, 或改变器官的排列顺序等。但

这些设计与器官捐献率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却缺少相关证据。 

决策者做出的决定通常以“接受” (accept)或

“拒绝” (reject)反应模式(response mode)表现出来

(李纾, 2016)。大量研究发现, 反应模式会影响人们

的 选 择 偏 好 (Chen & Proctor, 2017; Mourali & 

Nagpal, 2013)。例如, Shafir (1993)发现在二择一选

择任务中, 决策者在接受或是拒绝反应模式下选择

某一选项的比例均高于另一选项, 出现了决策偏好

反转现象。同时, 反应模式也会影响人们招聘应聘

者等决策行为(Ganzach, 1995)。目前反应模式已被

应用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中。如日本的器官捐献登记

表存在两种不同的反应模式：“在您不想要捐献的

器官前面打叉(×)”或“请在您想要捐献的器官前面

打勾(√)”。但两种反应模式是否会对捐献效果产生

不同影响, 尚缺乏研究证据。 

顺序效应(sequence effect)指刺激呈现的顺序

可以影响人们的判断。已有研究报告, 刺激呈现顺

序会影响人们的公平判断(李文静 , 郑全全 , 姚乃

琳, 2009)、类比推理(唐慧琳, 刘昌, 2004)和应急决

策中的信息判断(Jiang et al, 2013)等, 进而影响自

己的知识构建和认知判断。假如将选项由易到难排

列 , 还 可 能 出 现 登 门 槛 效 应 (foot-in-the-door 

technique), 即一旦个体服从了一个小要求 , 会更

可能服从较大的要求(Freedman & Fraser, 1966)。顺

序效应的优势已在健康领域的助推研究中初见成

果, 例如, 放置在菜单顶部和底部的食品选择比例

比放置在中部多 20% (Dayan & Bar-Hillel, 2011), 

突出摆放在前面的健康食材会导致消费者对健康

食 材 的 选 择 增 多 (Policastro, Smith, & Chapman, 

2017)。利用登门槛效应, 亦可使多伦多居民对癌症

协会捐款的比例由 46%提升至 100% (Pliner, Hart, 

Kohl, & Saari, 1974)。与此类似, 2009 年美国德克萨

斯州采用登门槛技术设计器官登记表：先询问公民

几个简单易接受的问题, 最后再询问其器官捐献意

愿。但该举措的实施效果并不明确(van Dalen & 

Henkens, 2014)：有报告指出德克萨斯州的器官捐

献 率 在 美 国 排 名 倒 数 第 三 (National Donor 

Designation Report Card 2014, 2014), 但也有报告

显示其器官捐献率在 2013~2014 年间提高了 25% 

(Donate Life Texas 2014 Annual Report, 2014)。目前

罕见实证研究考察器官捐献登记表中器官排列顺

序对器官捐献的效果。 

1.2  研究概观 

综上, 器官捐献是自愿亏待自己却造福于民的

行为(Zhao et al., 2017)。本研究试图借鉴行为经济

学手段中的默认选项、选项架构等心理学效应, 基

于器官捐献制度和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两个层面, 

在总体器官捐献率和捐献器官的数量两个指标上, 

探索提高中国器官捐献水平的经济有效的可能方

法。研究 1 在器官捐献制度层面上, 比较“决定退

出”和“决定参加”制度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捐献效

果, 从而挑选能适应中国国情的、更有效的捐献制

度。研究 2 在器官捐献登记表架构的层面上, 比较

并借鉴各国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在中国文化背景

下的捐献效果, 从中确定在“决定退出”或“决定参

加”制度下更有效的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架构。研

究 3 旨在进一步探索如何提高潜在捐献人志愿捐献

器官的数量, 考察器官捐献登记表呈现形式中顺序

效应、反应模式的综合作用, 冀改进完善中国器官

捐献登记表的设计形式。 

2  研究 1：“决定参加”与“决定退出”
的默认捐献制度对器官捐献率的
影响 

2.1  研究目的 

在中国被试中对比决定参加与决定退出两种

默认捐献制度下的捐献效果, 探索决定退出制度是

否具备帮助缓解中国的器官短缺现状的潜能。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被试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生或研究生 215 人, 

其中无效问卷 20 份：9 人未填写捐献器官意愿问题, 

4 人在所有问题中做出相同答案, 7 人已登记成为器

官捐献志愿者或自己/亲友有器官捐献经历/需求 , 

认为其对器官捐献已有明确态度, 非本研究考察对

象, 不纳入后续分析。最终有效被试 195 人, 其中

男性 96 人, 平均年龄 22.51 ± 1.1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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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研究设计和流程 

问卷以纸质形式(共 101 份)或通过网络(问卷星, 

www.wjx.cn)发放(共 94 份), 约 5~10 分钟完成。被

试首先填写知情同意书, 随后被随机分配至各任务

条件。 

问卷包括两部分。其中, 器官捐献意愿问题改

编自 Johnson 和 Goldstein (2003)与 Van Dalen 和

Henkens (2014)的实验材料, 要求被试通过二择一

报告是否愿意成为器官捐献者。器官捐献意愿问题

采用单因素(默认选项：决定参加、决定退出、对

照)被试间设计, 被试被随机分配完成一个版本的

问题。各版本问题如下： 

决定参加组： 

假设你搬到一个新地区生活。该地区的器官捐

献政策规定, 每个人都不会自动成为器官捐献者。

你需要登记注册才能够成为器官捐献者 , 你会怎

么做？ 

决定退出组： 

假设你搬到一个新地区生活。该地区的器官捐

献政策规定, 每个人都会自动成为器官捐献者。你

需要登记注销才会取消器官捐献者身份 , 你会怎

么做？ 

对照组： 

你愿意成为器官捐献者吗？ 

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学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

宗教信仰以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和经验。其中, 器

官捐献相关知识共 16 题, 考察被试对器官捐献的

了解程度(谢文照, 2013)。如, “捐献者可以指定将器

官捐献给某位特定人员”。由于该量表区分度不高

(各研究中正确率分别为 73.97%, 70.60%和 70.18%), 

Cronbach's α 系数过低(各研究中 Cronbach's α 系数

分别为 0.15, 0.18, 0.14), 未纳入后续分析。器官捐

献相关经验题目共 8 题, 旨在筛选出对器官捐献已

有明确态度的被试, 要求被试报告是否了解器官捐

献、是否已登记了器官捐献意愿、自己/亲友是否有

器官捐献的经验或需求等。 

2.3  结果与讨论 

3 种实验条件下被试样本分布及捐献率描述统 

 

计结果见表 1。为控制各组样本在人口统计学等信

息上的差异, 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与卡方检

验。结果显示, 3 组被试在性别、年龄、是否信仰宗

教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器官捐献知识问题得分的

分布上均无显著差异(ps > 0.10)。考虑到有宗教信

仰被试中各宗教人数过低 , 因此 , 本研究使用“有

宗教信仰的比例”作为测量宗教信仰的指标。 

本研究建立了逻辑回归方程考察器官捐献制

度对器官捐献率的作用, 考虑到性别、年龄和宗教

信仰可能会对器官捐献登记产生影响(王黎, 张晓

萍, 2010), 我们把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逻辑

回归方程。结果发现, 模型伪确定性系数 Cox & 

Snell R2 = 0.113, Nagelkerke R2 = 0.160, 决定退出

制度下的器官捐献率显著高于决定参加制度(z = 

2.02, OR = 2.53, p = 0.044)与对照组(z = –3.08, OR = 

3.85, p = 0.002)。该结果说明,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决定退出制度同样能够提升器官捐献率。 

3  研究 2：不同捐献登记表设计形
式对器官捐献率的影响 

3.1  研究目的 

为探寻更为经济简约且低成本的助推手段, 研

究 2 从器官捐献登记表的设计层面出发, 借鉴世界

各国器官捐献登记表的设计形式, 基于这些登记表

设计中采用的行为经济学效应, 如反应模式、问题

排列顺序等, 试图探索在“决定退出”或“决定参加”

这两种默认捐献制度下更有效的器官捐献登记表

设计架构。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在全国范围内, 通过网络招募大学生被试 923

名, 被试均未参加过先前的实验。为确保被试认真

阅读题目和作答, 我们设计了一道核查问题, 要求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被试均报告“在该地区的制度下, 

人们是否会自动成为器官捐献者”。共 224 名被试

(32.05%)回答错误, 认为其没有理解实验操作或没

有认真作答 , 不纳入下一步分析。筛选后被试共

699 人, 其中 7 人对器官捐献已有明确态度, 非本 

表 1  各器官捐献制度组被试的样本分布及其器官捐献率 

实验条件 n 男性比例 年龄(M ± SD) 有宗教信仰的比例 器官捐献知识正确率(M ± SD) 器官捐献率(M ± SE)

对照组 74 45.96% 22.66 ± 1.34 6.76% 72.3% ± 11.7% 59.46% ± 6.00% 

决定参加 60 51.67% 22.48 ± 1.19 3.33% 75.0% ± 10.2% 68.33% ± 4.74% 

决定退出 61 50.82% 22.35 ± 0.97 3.28% 74.8% ± 10.5% 83.61% ±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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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考察对象。最终有效被试 692 人, 其中男性 209

人, 平均年龄 21.29 ± 2.59 岁。 

3.2.2  研究设计和流程 

问卷通过问卷星(www.wjx.cn)发放, 约 5~10 分

钟完成, 被试首先填写知情同意书, 随后被随机分

配至各任务条件, 问卷结束后被试可获得 5 元报酬。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器官捐献意愿问

题, 采用被试间两因素(捐献制度、捐献登记形式)

嵌套设计, 捐献登记形式因素嵌套在捐献制度因素

内。其中, 捐献制度的两个水平为决定参加和决定

退出。决定参加制度条件下包括 5 种版本操作的捐

献登记形式：对照版、拒绝反应模式版(日本)、接

受反应模式版(日本)、问题排列顺序版(美国德克萨

斯州)和明确选项的内涵版(美国纽约州); 决定退

出制度下包括 3 种版本操作的捐献登记形式：对照

版、提供第三个选项版(塞浦路斯)和询问理由版(英

国威尔士)。具体来说, 两种捐献制度中的对照版分

别与研究 1 决定参加和决定退出条件相同, 其他各

捐献登记表版本详见如下。 

决定参加制度中, 日本不仅考虑了捐献部分器

官的情况, 而且在登记表的设计中采用了拒绝反应

模式, 被试未取消勾选的器官记录为被试愿意捐献

的器官。该版本题目如下： 

 请在您 不想要捐献 的器官处, 取消勾选： 

  肾脏  肝脏  心脏  肺脏  胰腺

  小肠  胰岛细胞  眼角膜 

此外, 为了初步探究拒绝反应模式可能的效果, 

我们对照日本的登记形式设计了“接受反应模式版

本”用于对比, 被试勾选的器官记录为被试愿意捐

献的器官。题目如下： 

请勾选您 想要捐献 的器官： 

 □肾脏 □肝脏 □心脏 □肺脏 □ 胰 腺

 □小肠 □胰岛细胞 □眼角膜 

美国德克萨斯州版本在登记表架构中操纵了

问题排列顺序, 采用“登门槛”技术, 我们根据中国

实际情况对该版本进行了改编, 要求被试依次在如

下问题中做出是或否的回答： 

(1)你是中国公民吗？ 

(2)你愿意捐助 10 元给白内障复明手术项目吗？ 

(3)你愿意捐助 10 元给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

会吗？ 

(4)你愿意参加器官捐献相关的志愿者活动吗？ 

(5)你愿意登记注册成为一个器官捐献者吗？ 

美国纽约州版本考虑了捐献的器官/组织的用

途, 可以帮助决策者明确各选择的内涵, 其题目是

在决定参加的对照版本基础上增加了一题： 

我指定, 我捐献的器官和组织将用于____ 

a. 器官移植和科学研究 b. 仅供器官移植

 c. 仅供科学研究 

决定退出制度中, 塞浦路斯版本在注销捐献身

份的表格中, 考虑了从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系统中

删除姓名的因素, 因此, 我们在对照版本中增加了

第三个选项：“我希望从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系统

中删除我的名字”。 

威尔士版本则在注销捐献身份的表格中考虑

了注销者退出捐献系统的理由, 因此在对照版本的

基础上 , 增加一题 , 询问了不想要捐献器官的原

因。被试需要在下列给定的若干原因中进行单项选

择：“离开本地”、“宗教原因”、“身体健康状况不适”、

“我登记错了”、“个人意愿改变”、“家属不同意”、“不

赞成本地区器官捐献制度”、“拒绝接受邮件”、“器

官捐献注册数据问题”。 

问卷的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和器官捐献相

关知识和经验等信息, 与研究 1 相同。 

3.3  结果与讨论 

各个版本中被试样本及捐献率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见表 2。单因素方差分析与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各组被试在性别分布、年龄、信仰宗教人数、器官

捐献知识得分分布上均无显著差异(ps > 0.10)。 

我们以被试是否捐献器官为因变量分别建立

了两个逻辑回归模型。为考察两种默认捐献制度效

应的差异, 模型 1 以默认捐献制度为自变量, 控制

了性别、年龄与宗教信仰。回归结果发现(表 2), 决

定退出制度组的平均捐献率高于决定参加制度组

的平均捐献率(z = 2.58, OR = 3.33, p = 0.01, Cox & 

Snell R2 = 0.051, Nagelkerke R2 = 0.076), 再次验证

了研究 1 的结果, 说明决定退出制度在中国的器官

捐献率优于决定参加制度。为探究两种制度下各种

登记捐献形式的优劣, 模型 2 以各种登记捐献形式

为自变量, 并控制了性别、年龄与宗教信仰。结果

发现拒绝反应模式中的器官捐献率显著高于接受

反应模式版本(z = 2.06, OR = 2.29, p = 0.048)、问题

排列顺序版本(z = 3.16, OR = 3.68, p = 0.002)和对

照版本(z = 2.14, OR = 2.43, p = 0.033), 但与决定

退出制度下各版本的捐献率没有显著差异 (ps > 

0.10)。此外, 决定退出制度下各版本的捐献率无显

著差异(ps > 0.10); 决定参加制度下, 明确选项内

涵版本捐献率显著高于问题排列顺序版本(z =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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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制度下不同捐献登记设计形式条件中被试分布与捐献率统计表 

实验条件 

捐献制度 登记表架构 
n 男性比例 年龄(M ± SD)

有宗教 

信仰比例

器官捐献知识 

正确率(M ± SD) 

器官捐献 

率(M ± SE) 

(平均) 460 30.21% 21.47 ± 2.63 7.83% 70.5% ± 10.6% 72.83% ± 4.58% 

对照版本 92 31.52% 21.80 ± 2.63 9.78% 70.1% ± 10.6% 69.57% ± 4.78% 

问题排列顺序 81 37.03% 21.15 ± 2.80 7.41% 72.2% ± 11.1% 60.49% ± 5.43% 

明确选项内涵 126 26.19% 21.52 ± 2.86 7.94% 69.7% ± 11.6% 76.98% ± 3.75% 

拒绝反应模式 69 36.23% 20.95 ± 2.01 1.44% 69.6% ± 9.2% 85.51% ± 4.24% 

决
定
参
加 

接受反应模式 92 23.91% 21.73 ± 2.49 10.87% 71.1% ± 9.5% 71.74% ± 4.69% 

(平均) 232 29.31% 20.96 ± 2.50 8.19% 70.6% ± 9.4% 81.90% ± 4.25% 

对照版本 104 34.62% 21.17 ± 2.50 11.54% 69.9% ± 10.3% 76.92% ± 4.13% 

提供第三个选项 63 25.39% 21.19 ± 2.40 7.93% 70.1% ± 8.6% 80.00% ± 4.78% 

决
定
退
出 

询问理由 65 24.61% 20.38 ± 2.54 3.10% 72.4% ± 8.6% 87.93% ± 3.84% 

 
OR = 2.15, p = 0.015), 与对照版本(z = 1.87, OR = 

2.35, p = 0.061), 与决定参加制度下其他各版本均

无显著差异(ps > 0.10), 但是仍低于拒绝反应模式。

这说明, 即使在决定参加制度下, 拒绝反应模式也

可以明显提升器官捐献率, 其效果不弱于决定退出

制度, 但决定退出制度内各个版本无明显的优劣之分。 

为进一步明晰拒绝反应模式的作用, 我们设计

了接受反应模式版本进行对比。比较两种反应模式

可见：除了器官捐献率外, 在拒绝反应模式下(5.91 ± 

0.31), 被试平均捐献器官的数量也高于接受反应

模式(3.85 ± 0.36), t (100) = 4.00, p < 0.001, Cohen’s 

d = 0.79。这说明, 在决定参加制度下, 拒绝反应模

式在提升捐献登记率和增加捐献器官数量两方面

均优于接受反应模式。 

综上, 研究 2 进一步验证了研究 1 的发现, 决

定退出制度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器官捐献率高于

目前采用的决定参加制度, 且决定退出制度下不同

国家/地区版本的器官捐献率无显著差异。更重要的

是, 研究 2 发现, 在决定参加制度中, 拒绝反应模

式版本的器官捐献率与决定退出制度下的各国家/

地区的版本不相上下, 且其捐献率明显高于同一制

度内其他国家/地区的版本。考虑到变更捐献制度可

能具有巨大的社会成本, 若沿用中国现有的“决定

参加”制度体系 , 应采用捐献率更高的拒绝反应  

模式。 

4  研究 3：反应模式及相关因素对
潜在捐献者捐献器官数量的影响 

4.1  研究目的 

研究 1 和研究 2 意欲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助

推”人们做出志愿捐献器官的抉择？当人们同意捐

献器官之后,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 如何提高这些潜

在捐献者愿意捐献器官的数量？鉴于拒绝反应模

式在改变人们器官捐献意愿上的潜在优势, 研究 3

试图从提高个体捐献器官数量的角度, 深入考察拒

绝反应模式及其可能的相关因素的作用。中国传统

有“注重遗容”的文化观念, 被试在考虑是否捐献某

个具体器官时, 备选捐献器官对捐献者外观的影响

程度以及器官相应的呈现顺序可能会影响人们的

决策。因此, 研究 3 同时考察了和拒绝反应模式相

关的两个因素的作用：备选捐献器官对捐献者外观

的影响程度和备选捐献器官的呈现顺序。 

4.2  研究方法 

4.2.1  被试 

通过网络招募全国大学生被试 218 名, 被试均

未参加过先前的实验。为确保被试认真作答, 我们

设计了 3 道核查问题, 被试若回答错误任意一题, 

系统直接视其为无效问卷。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为选择仅愿意捐献部分器官的被试, 因此对于选择

愿意捐献全部器官与不愿意捐献器官的被试, 同样

不进行记录。其中, 16 人已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

者或自己/亲友有器官捐献经历/需求, 非本研究考

察对象, 未纳入后续分析。最后有效被试 202 人, 其

中男性 47 人, 平均年龄 21.49 ± 2.45 岁。 

4.2.2  研究设计与流程 

为考察在决定参加制度下, 所捐器官对捐献者

外观的影响程度, 我们进行了预实验。预实验通过

问卷星(www.wjx.cn)共招募 54 名大学生被试, 选取

了 16 个中国或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可以用于器官

移植的器官/组织。预实验要求被试就捐献 16 个器

官/组织对外观影响的程度进行 6 点评定, 分数越高

表示其对外观影响越大。根据评定结果, 这些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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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按 对 外 观 影 响 大 小 降 序 排 列 分 别 为 ： 眼 睛

(5.52)、皮肤(4.91)、骨骼(4.89)、角膜(4.46)、肌腱

(4.35)、心脏(4.24)、静脉(4.04)、肺脏(4.00)、脾脏

(3.98)、肾脏(3.89)、肝脏(3.81)、胸腺(3.72)、心脏

瓣膜(3.69)、胰腺(3.56)、小肠(3.44)、骨髓(2.98)。

因此, 我们将 16 个器官分为两组：高影响外观的器

官包括肉眼可见的器官(眼睛、皮肤、角膜)与运动

系统的器官(骨骼、肌腱), 其余 11 个器官或组织定

义为低影响外观的器官。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 高

影响外观的器官在外观评分均高于低影响外观的

器官, M(高影响外观的器官) = 4.82, M(低影响外观的器官) = 3.76, t(53) 

= 6.30, p < 0.001, Cohen’s d = 0.63, 这说明该分组

方式有效。 

正式实验通过问卷星(www.wjx.cn)发放问卷 , 

约需 5~10 分钟完成 , 被试首先填写知情同意书 , 

随后被随机划分到各实验条件组。所有实验任务结

束后可获得 5 元报酬。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器官捐献意愿问

题, 为考察反应模式效应, 采用两因素被试间实验

设计, 自变量为反应模式(接受、拒绝)和器官呈现

顺序(对外观影响升序呈现、对外观影响降序呈现)。

各条件下 , 被试均需要在“愿意捐献全部可用器

官”、“愿意捐献部分可用器官”与“不愿意捐献器官”

中做出三择一的选择。被试若选择了“愿意捐献部

分可用器官”, 则呈现备选器官以供被试选择 , 否

则直接自动结束问卷, 且不进行记录。反应模式的

题目同研究 2：拒绝反应模式组被试取消勾选不愿

意捐献的器官, 接受反应模式组被试勾选愿意捐献

的器官。器官呈现顺序按照预实验评定结果进行排

序, 升序条件下 16 种器官中骨髓排在首位, 降序条

件下眼睛排在首位。 

问卷的第二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和器官捐献相

关知识与经验等信息, 与研究 1、研究 2 相同。 

4.3  结果与讨论 

各实验条件下被试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单因素方差分析与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各组被试在

性别分布、年龄、信仰宗教人数、器官捐献知识得

分分布上均无显著差异(ps > 0.10)。 

为考察反应模式对器官捐献数量的作用, 我们

以被试志愿捐献的器官数量占所有可捐器官的比

例为因变量(图 1a), 控制了性别、宗教信仰与年龄

的因素, 进行了 2(反应模式：接受、拒绝)×2(排列

顺序：升序、降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拒绝反应

模式在提升捐献器官数量上优于接受反应模式 , 

F(1,195) = 40.7, p < 0.001, ηp
2 = 0.163。这重复了研

究 2 的发现, 但排列顺序的主效应不显著, F(1,195) = 

0.08, p = 0.78。反应模式与排列顺序交互作用显著, 

F(1,195) = 4.49, p = 0.035, ηp
2 = 0.023, 但简单效应分

析未发现不同反应下排列顺序的显著作用(ps > 0.10)。 

考虑到器官排列顺序可能仅影响被试对部分

器官(如高或低影响外观)的捐献意愿, 我们以是否

捐献单个器官为因变量建立了混合效应的逻辑回

归方程。其中, 反应模式、排列顺序和捐献器官对

捐献者外观的影响程度为自变量, 被试为随机变量, 

并控制了被试的性别、宗教信仰和年龄。结果同样

发现, 拒绝反应模式可较大程度提高对单个器官的

捐献比例, 从平均 46.91%提高至平均 70.98% (z = 

3.52, OR = 3.09, p < 0.001)。反应模式、排列顺序与

捐献器官对捐献者外观的影响程度三阶交互作用

显著(z = 2.17, OR = 2.45, p = 0.03)。简单效应分析

发现：在拒绝反应模式下, 低影响外观的器官在升

序 排 列 时 其 捐 献 率 更 高 (z = –1.86, p = 0.063, 

Cohen’s d = 0.63); 在接受反应模式下, 低影响外观

的器官在降序排列时的捐献率更高(z = 1.70, p = 

0.089, Cohen’s d = 0.57), 但两种反应模式下, 高影

响 外 观 的 器 官 均 无 显 著 的 排 列 顺 序 影 响 (ps > 

0.10)。该结果说明, 不同反应模式下, 低影响外观

器官的捐献率均受到其排列顺序的影响：拒绝反应

模式下将低影响外观器官排列在其他器官前, 可将

该器官捐献率提高至 63.46%。 

 
表 3  不同反应模式和呈现顺序条件下被试分布统计表 

实验条件 

反应模式 呈现顺序 
n 男性比例 年龄(M ± SD) 有宗教信仰比例 器官捐献知识正确率(M ± SD)

升序 53 26.42% 21.64 ± 2.40 13.20% 70.0% ± 10.1% 
拒绝 

降序 47 17.02% 21.30 ± 2.29 8.51% 69.4% ± 9.1% 

升序 46 23.91% 21.52 ± 2.30 6.52% 69.7% ± 10.1% 
接受 

降序 56 25.00% 21.48 ± 2.78 1.79% 71.7%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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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 3 中被试器官捐献比例(M ± 1 SE)。(a)在不同反应模式与不同排列顺序下捐献器官数量的比例; (b)被试对

于两类不同程度影响外观的器官在不同反应模式与排列顺序下捐献器官数量的比例。 

 
综上, 研究 3 再次说明, 从器官捐献数量上看, 

使用拒绝反应模式的捐献登记表能够提升被试愿

意捐献器官的数量和对单个器官的捐献率, 且呈现

器官的排列顺序影响了低影响外观的器官的捐献

数量。因此, 为了有效提高捐献者志愿捐献的器官

数量, 可以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中采用拒绝反应模式, 

并按对外观影响大小升序排列捐献器官种类。 

5  总讨论 

针对中国器官捐献的窘况, 我们认为, 提高中

国器官捐献的途径一是提高我国民众的志愿器官

捐献登记率, 二是增加志愿捐献者的登记捐献器官

数量。围绕这两条途径, 本研究从器官捐献制度和

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层面着手助推器官捐献行为。

研究 1 从器官捐献制度层面着手, 对比了决定退出

和决定参加制度下的器官捐献率, 发现决定退出制

度下的器官捐献率显著高于决定参加制度; 研究 2

从器官捐献登记表设计层面着手 , 对不同国家/地

区捐献登记形式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在决定参加制

度中, 采用拒绝反应模式登记形式的器官捐献率最

高, 甚至与决定退出制度下的各国家/地区版本相

比不相上下; 研究 3 聚焦于提高器官捐献数量, 发

现使用拒绝反应模式的捐献登记表能够提升器官

捐献率、增加愿意捐献的器官数量; 且低影响外观

器官的捐献率在拒绝反应模式下以升序排列时最高。 

5.1  默认选项效应对提高器官捐献率的影响 

默认选项效应是行为经济学最成功的助推手

段之一, 器官捐献领域在国际上主要应用该效应推

广了决定退出制度, 代替传统的决定参加器官捐献

制度。本研究的研究 1 和研究 2 共同发现, 与大部

分国际研究结果一致,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 决定退

出制度下的器官捐献率优于决定参加制度。其中, 

研究 1 直接比较了两种默认捐献制度, 发现决定退

出制度下的器官捐献率(83.61%)比决定参加制度下

(68.33%)高出近 15%。研究 2 直接对比了两种制度

下不同国家/地区器官捐献登记形式 , 发现决定退

出制度下的平均器官捐献率(81.90%)依然比决定参

加制度(72.83%)下高 9%。这说明决定退出制度在

中国文化背景下对提升器官捐献率的效果具有一

定的稳健性。但是, 与国际上报告的数据相比, 决

定退出制度在本研究中对器官捐献的提高率偏低。

一项整合了 22 个国家 10 年间器官捐献率的研究曾

报告,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 决定退出制度比决定

参 加 制 度 下 的 器 官 捐 献 率 平 均 约 高 25%~30% 

(Abadie & Gay, 2006), 甚至有研究报告决定退出制

度(82%)下的器官捐献率是决定参加制度(42%)的 2

倍(Johnson & Goldstein, 2003)。这可能是由于本研

究样本是大学生, 由于受教育程度偏高、对器官捐

献的态度较为积极, 大学生群体在现行决定参加制

度下的基础捐献率可能存在高原效应。因此, 决定

退出制度在中国的适用性, 尚需在更有代表性的中

国民众样本中进行进一步检验。 

5.2  器官捐献登记表的架构设计对提高器官捐

献率的影响 

除宏观层面、较大社会成本的捐献制度设计外, 

本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 我们从微观层面的捐献登

记表的架构设计, 探索了提升器官捐献率的一些有

效方法。首先, 我们发现了拒绝反应模式在器官捐

献表设计中的突出作用。消费决策等领域已经报告

了反应模式对人们决策行为的作用, 如采用接受或

拒绝反应模式会影响甚至改变人们选择产品的种

类(Dhar & Wertenbroch, 2000)和数量(Levin, Schre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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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iola, & Gaeth, 2002)。但在器官捐献领域, 除日

本已在器官捐献登记表的设计中使用了拒绝反应

模式外, 尚未见研究直接探索其对器官捐献效果的

直接作用。本研究 2 和研究 3 共同发现, 器官捐献

登记表的架构设计中采用拒绝反应模式的设计, 可

以有效提升人群器官捐献率和人均捐献器官数量。

值得指出的是, 拒绝反应模式用于决定参加制度时, 

在提升器官捐献率上, 其效果与广为称道的决定退

出制度不相上下：研究 2 中拒绝反应模式下的捐献

率 85.51%, 而在决定退出制度下, 各版本捐献率的

范围是 76.92%~87.93%; 在器官捐献数量上, 拒绝

反应模式下的器官捐献数量(5.91 个)比传统的接受

反应模式下(3.85 个)增加了约 60%。这些结果说明, 

作为一种简单易操作的助推方式, 反应模式可能在

提升器官捐献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在器官捐献登记表的架构设计层面, 本研究还

发现了捐献器官排列顺序的重要作用。在健康领域

的助推研究中, 顺序效应的优势已初见成果：如放

置在菜单顶部和底部的食品选择比例比放置在中

部多 20% (Dayan & Bar-Hillel, 2011)。在器官捐献

领域中亦有部分地区借助了顺序效应：如美国德克

萨斯州在驾照申请登记中利用了顺序效应加入了

志愿捐献器官的选项, 但并未涉及到捐献器官的排

列顺序。考虑到干扰人们捐献器官的潜在原因之一

是所捐献器官对捐献者遗容外观的影响, 且该因素

在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中的作用可能更大, 本研究率

先将捐献器官排列顺序引入到器官捐献登记表的

设计中。我们发现, 如果将捐献器官按照对外观的

影响程度进行降序或升序排列, 排列顺序对低影响

外观的器官影响更大：当其排在前面时, 捐献率更

高; 但对高影响外观器官的影响较小。这一结果的

可能原因在于, 人们面对低影响外观器官时投入的

意志努力相对少, 更容易受到选项架构的影响, 反

之, 在面对高影响外观的器官时, 会投入更多的意

志努力, 更不容易受选项架构的影响。这与有关金

钱捐献行为中的发现(Goswami & Urminsky, 2016)

一致：当默认选项为捐较小数额($0.5)时, 个体对默

认选项的选择显著高于控制组; 而当默认选项为捐

较大数额($3)时, 并没有发现默认选项的优势。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本研究为匿名

方式 , 且并非以器官捐献相关组织名义收集数据 , 

因此被试的主观报告仅代表其对捐献器官登记的

预期。尽管大多数人对器官捐献持积极态度 , 如

55%的欧洲人表示愿意在死后捐献其器官(Demir & 

Kumkale, 2013), 考虑到社会赞许性的可能作用 , 

该意愿与其实际捐献行为可能存在差异。但是, 鉴

于器官捐献研究先天受限于科研伦理, 难以在不违

背伦理的前提下考察真实的捐献行为——实验操

纵可能会对被试的器官捐献意愿产生诱导性, 导致

被 试 的 捐 献 意 愿 非 真 实 意 图 , 违 背 了 实 验 伦 理

(Harel, Kogut, Pinchas, & Slovic, 2017), 未来研究

者与政策制定人员在使用器官捐献意愿作为实际

捐献行为的参考指标时 , 务必考虑这一差异的存

在。其次, 本研究主要以在校大学生为样本, 大学

生更有可能通过学校教育、网络媒体等多种途径接

触器官捐献知识, 以致大学生被试报告的器官捐献

登记会偏高, 出现取样偏差。因此, 未来研究可考

虑使用多样化被试群体全面考察民众的器官捐献

意愿。 

此外, 未来研究中尚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对器官捐献的影响。首先, 中国器官捐献系统所面

临 的 一 个巨大 挑 战 是如何 提 升 亲属同 意 率 (Luo, 

Xie, Luo, & Ouyang, 2016), 本研究尚未涉足该领

域, 未来可考虑从提高家属同意率入手解决中国棘

手的器官短缺问题。其次, 本研究主要借鉴默认选

项效应和选项设计效应对器官捐献行为进行探索, 

未来研究可继续发挥助推的优势, 将更多的心理学

效应运用在器官捐献等利国利民的实践中, 例如眼

睛效应(watching eyes effect)、从众效应(conformity 

effect)等。 

6  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在校大学生为样本, 通过 3 个调

查研究考察了默认选项效应及登记反应模式对提

升我国民众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 中国

文化背景中决定退出制度下的器官捐献率优于决

定参加制度; 在决定参加制度中, 采用拒绝反应模

式的器官捐献登记表在提升器官捐献率和器官捐

献数量上, 均优于该制度下其他设计形式, 且效果

等同于决定退出制度; 此外 , 在拒绝反应模式下 , 

将低影响外观的器官以升序排列时, 器官捐献率达

到最高。因此, 中国政府、红十字会等器官捐献相

关机构未来可考虑采取如下措施提高中国的志愿

器官捐献水平：摒弃中国现行的“决定参加”器官捐

献 制 度 , 转 而 采 用 “决定 退 出 ”的器 官 捐献 制度 ; 

或：不放弃中国现行的“决定参加”器官捐献制度, 

但在器官捐献登记表中采用拒绝反应模式, 并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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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影响大小升序排列捐献器官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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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challenge of organ shortage has grown severe in China because of its large population base.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means of solving the serious gap caused by demand imbalanc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raw 

lessons from psych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default option effect and choice architecture to improve the overall 

rates of organ donation and number of organs donated. Specifically, we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organ 

donation system and registry form design on organ donor registry participation by conducting three online 

survey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In Study 1, we compared the organ donation rate of people with a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under the 

“opt-in” and “opt-out” systems. Th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foreign studies that the organ donation 

rate under the “opt-out” syste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under the “opt-in” system. To examine the 
optimal design of registry forms under these systems, Study 2 compared the organ donation rates under the 

organ donation registry forms of different countries/regions between these systems. In the “opt-in” system, we 

selected Japan, Texas (USA), and New York (USA), whereas we selected Cyprus and Wales in the “opt-out” 
system. The organ donation rates of countries/regions under the “opt-out” system did not show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though the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untries/regions under the “opt-in” system. However, Japan 
(which uses the “rejection response mode” in its registry form) shows a higher organ donation rate than the other 

countries/regions under the “opt-in” system and even features the same level compared with the 

countries/regions under the “opt-out” system.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effect of the response mode on the 
organ donation registry form, we designed a “selection response mode” version of the registry form as the 

manipulated contrast of the “rejection response mode” and found that both the rate of willingness to dona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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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umber of donated organs were higher in the rejection response mode than those in the selection response 

mode.  
Study 3 mainly focuses on the number of donated organs. We manipulated the response mode and other 

possible factors in organ donation, namely, the influence on the appearance of donors and the presentation order 

of organs.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Study 2, the results of Study 3 indicated that using the rejection response 

mode in registry forms considerably boosted the number of donated organs. Moreover, presenting the organs 

with the lowest influence on the appearance of donors in an ascending order can reach the highest number of 

donated organs in rejection response modes.  
In sum,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opt-out” system and response mod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organ donation behavior in China. Therefore, policymakers may consider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organ donation rates in China: changing its current “opt-in” organ donation system to the “opt-out” system; 

or, under the current “opt-in” organ donation system, adopting the rejection response mode in registry forms and 

presenting the organs with the lowest influence on the appearance of donors first. 

Key words  organ donation; nudging; default option effect; response mode; sequence effect 

 


